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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姐妹情谊”到“女性差异”
———美国女性史研究范式的转变

原祖杰 武玉红

(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四川 610064)

摘要: 女性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是女性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中
产阶级白人女性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号召女性团结一致，并深信她们将消除使女性彼此对立的各种差异的
影响。她们坚信存在一种父权制的普遍压迫，其他压迫形式都是这种压迫的子系统，女性必须围绕它团结起
来。这些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早期女性史研究寻求“姐妹情谊”的主流倾向。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新保守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崛起冲击了主流女性主义，女性研究随之进入一个强烈
的自我反思时期。学者们致力于摆脱固有的女性气质概念，研究范式也转变为探讨女性之间的差异及其背后
的权力关系。美国女性史研究这一范式转变是新视野下女性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补偏救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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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6月 19 日，第七届伯克希尔女性史会议 ( Berkshire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召开，与会人数超过 2400人。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 ( Carroll Smith－Ｒosenberg) 在主席演讲中
感叹，以前从没有这么多学者聚在一起探讨女性史。在学者们普遍抱怨 “历史学不再吸引年轻人”
的时代，人们对女性史的兴趣却激增，这种反差更凸显了十几年来女性史领域发展的成效。①这次伯
克希尔女性史会议的盛况，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项目委员会尽力使参会学者来自于不同的女性群体，
并鼓励她们讲述有关女性的多样化故事。事实上，到 1987 年，美国女性史学在增进对女性历史差异
的理解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标志着该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②美国女性史学
取得的这些进步与其在 1980年代经历的一场范式转变有很大关系，即从倾向于寻求普遍的姐妹情谊，
将女性气质的概念本质化———这种女性气质是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经历的标准模式为基础的———转变
为承认女性的多样性和尊重女性之间的差异。本文旨在对这一转变的背景、过程及其学术影响加以探
讨，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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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求普遍的姐妹情谊

女性很早就利用姐妹情谊的隐喻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承受或抵抗种种基于性别的压迫。例
如，现代早期欧洲女性曾以“食物掌管者”的共同名义参与“面包暴动” ( bread riots) ; 美国黑人奴
隶女性的姐妹情谊构成了一种日常反抗压迫的紧密网络，以维持她们最低限度的生存空间; 美国内战
期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贫穷白人女性为抗议食品价格上涨，也以女性的名义团结在一起; 而对那
些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北方中产阶级女性来说，只有寻求其他女性的理解和支持，依靠姐妹情谊的纽
带才能使她们得到力量。当代女权运动进一步扩展了姐妹情谊的含义和主张，其理想形态是包容的、
普遍的和全球性的。①

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女性主义者基于性别意识构建起一种“姐妹政治”，宣称“姐妹情谊
就是力量 ( sisterhood is powerful) ”。这种姐妹情谊不局限于亲属团体，而是以女性在宗教仪式、教
育机构、抵抗运动、生产和生殖等方面的共同活动为基础，通过使不同家族的女性共享一种 “虚构
亲情 ( fictive kin) ”，来强化女性之间的依恋、忠诚、团结和共性，创建一种女性的群体归属感。②

女权运动的领袖们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号召女性在各种情况下团结一致，深信她们将消除使女性彼此对
立的各种差异的影响。

1971年，玛丽琳·J. 波克塞 ( Marilyn J. Boxer) 在她开设的 “历史上的女性”这门课上发现，
来上课的学生几乎人手一本《姐妹情谊就是力量》，尽管它当时不在该课程的指定阅读书目中。③ 该
书是 1970年由女性主义诗人、纽约激进女性组织的创始成员罗宾·摩根 ( Ｒobin Morgan) 所编纂的
一部激进女性主义文集。摩根认为，女性解放运动是 “最早有可能跨越所有阶级、种族、年龄、经
济和地理障碍的运动”，因为“每个群体的女性都扮演着本质上相同的角色，即妻子、母亲、性对象
等多重角色”。女性个人的经验“不是私人的问题”，它是“每个女性共有的，因而是政治性的”。另
外，摩根强调男性至上主义造成的性别压迫是其他一切压迫的根源。在她看来，女性之间在阶级、种
族、年龄、职业等方面的划分可能只是 “障眼法”，是 “对这样一种意识的抵制，即无论我们是谁、
说什么、做什么、相信什么，都无法摆脱男权世界对女性共有的、基本的压迫”。④ 摩根将早期女权
运动中工人阶级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联盟的瓦解归因为，“双方没有充分了解联合女性力量的重要性
和潜力”。⑤ 然而，她极力宣扬姐妹情谊的力量，却忽视了女性之间的差异，可能才是导致这种跨阶
级的女性联合失败的症结所在。单论性别压迫，女性都是受害者，但所有女性都有除性别属性以外的
许多其他属性或身份，正是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女性团结的困难。

姐妹情谊的宣言作为女性主义的战斗口号所产生的鼓舞人心的效果是不可否认的，但它具有的强
制性和控制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说“姐妹情谊”在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备受推崇的词，到 20
世纪 80年代，这个词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姐妹情谊主张在现实政治中遭遇困境。尽管第二波女权运
动中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年轻白人女性不断强调姐妹情谊和平等主义，但女性之间仍存在很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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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女性在白人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谊宣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些因阶级和经济背景而能获得良
好教育的女性更善于表达，在女权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而无法享受这些特权的女性觉得自己很容易
被那些更有能力的姐妹胁迫和控制。

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 20世纪 70年代的美国主流女性主义思想定下了基调，她们宣称性别压迫是
其他一切压迫的根源，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号召所有女性团结起来反对性别不平等。这种看待压迫的方
式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立场，因而忽视了其他阶级、种族女性的经验和感受。虽然所有的
女性都处于从属地位，但女性经历压迫和从属地位的方式是由她们的种族、性取向、年龄、文化、国
籍等因素所决定的。在美国历史上，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都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被排斥的经历可
能使她们在结构上处于同一从属群体，分享潜在的共同利益。然而，由于种族主义的原因，黑人女性
在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于白人女性的结构性地位。与同处被压迫阶层的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通常
更难获得尊重、权力和权威。① 如果仅聚焦于性别压迫，就会掩盖女性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并且，
对于那些可能同时承受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或其他压迫形式的女性而言，反抗男权统治未必是最紧要
的，选择优先集中对抗哪些压迫，可能会取决于她们所面临的具体困境，并且会不断发生变化。

20世纪 70年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早期女性史学，研究女性的历史学家倾向于
在历史档案中寻找“团结一致”和“姐妹情谊”的故事。这其中被奉为经典的研究大多是以中产阶
级白人女性为中心的。另外，女性史学家不再只将女性视为历史的受害者，而开始更多地强调女性的
能动作用，重视对女性日常生活的描述，这一转变与 20世纪 70年代女权运动所带来的个人赋权感和
社群意识相契合。这些女性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指向一种半自主的女性文化 ( women's culture) 、一种定
义模糊的姐妹情谊。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分析大量的信件和日记之后，认为至少在心理和情感
意义上，19世纪的男人和女人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19 世纪的美国女性在一个 “充满爱和
仪式的女性世界”中，通过共享的日常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② 与史密斯－罗森伯格描述的 “女
性世界”不同，南希·科特在其关于 1780 年到 1835 年新英格兰地区女性研究中强调，“女性身份”
( womanhood) 纽带的构建是“对男性存在 ( presence) 和权威的补充而非与之分离”。通过分析相关
规训文献和日记，南希·科特论述了女性被限制在“女性领域” ( woman's sphere) 中所承受的压力。
不过她也强调，与许多现代女性主义者不同，过去几个世纪的女性 “很少认识到女性在家庭领域中
的义务和她们的普遍进步之间是对立的”。科特追溯了“性别群体意识”是如何在“女性领域”中孕
育而成的。宗教和世俗观念强调女性对家庭的影响及其作为母亲的责任，在女性领域与社会福祉之间
建立了联系。女性肩负的这些使命通常使其有理由在不违背家庭义务的前提下得到更多机会，尤其在
教育方面。科特认为，女性如果接受了她们共同的使命，并且基于特有的女性品质而非普遍的人类权
利来获得机会，就会逐渐意识到她们是被 “按性别分类”的。事实上，性别决定了她们的情绪、能
力、目标和潜在的成就。在这一基础上，少数女性才会提出“女性权利”问题。③

上述经典研究建立在男女分属不同领域的观念基础之上。根据这种观念，新兴的资本主义和早期
工业化为美国东北部带来了一种日益明显的趋势，即把工作从家庭生活中分离出来，将公共领域与私
人领域相分离，使家庭从一个生产单位转变成女性主导的与外界隔离的 “港湾”。④ 关于经济变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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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影响，以往研究更多地着眼于 “女性领域”的限制所造成的女性从属和受压迫的地位。1970
年代，女性史学家在记录女性受害者经历的基础上，更注重探讨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女性之间的关
系。这些学者在分析大量日记、信件等私人写作后，发现 19 世纪的美国女性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
“女性领域”的限制。她们除私下表达不满，还利用文化传统赋予女性的道德影响力在道德改革和争
取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现代化及其伴随的性别隔离促使女性形成独立的网络，姐妹
情谊意识和女性文化在女性领域中孕育，这为后来兴起的女性主义提供了条件。

女性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使之很快成为主导美国女性史研究的解释框架，尽管它最初是
基于美国东北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历总结出来的，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相信它应该适用于整个美
国的所有女性。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强调女性是如何因
社会化的性别特征而区别于男性的。研究者注重不同阶级、种族和民族的女性之间的相似性，强调女
性从属和受压迫经历的共性是能够跨越阶级和种族界限的，并致力于探讨女性的集体行为如何源于其
共同的社会地位及有限的权力如何源于其合作努力。然而，这种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女性的多样
性以及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之间的冲突，在多元文化流行的 20世纪 80年代遭遇多方批评。

二、20世纪 80年代主流女性主义受到的冲击

20世纪 80年代是女性研究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相关研究遭到了质疑和批评，学者们在激烈的
讨论中进行自我反思，努力摆脱固有的女性概念。这种转变主要是源于主流女性主义在这一时期面临
的一系列挑战，包括保守政治的冲击、黑人等有色人种女性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后现代女性主
义思潮对“差异”的强调。

首先，20世纪 80年代日益增长的政治保守主义使女权运动深受打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
( Ｒonald Ｒeagan) 在任期间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女性的艰难时期，用前《华尔街日报》记者、普利策新
闻奖获得者苏珊·法露迪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对女性权利 “反挫” ( backlash) 的时代。① 里根政府
上台伊始，即提出废止《平等权利修正案》 ( Equal Ｒights Amendment，简称 EＲA) 和按需堕胎的做
法，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以维护传统家庭。在里根于 1981 年发起的经济改革中，女性是受冲
击最大的社会群体之一。其改革在理论上是性别中立的，但保守的预算削减主要针对美国社会福利项
目，这些项目又恰好是以帮助女性特别是单身母亲和贫穷的少数族裔女性为目标的，如食品券、医疗
补助、对有尚未独立子女家庭的援助 (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 AFDC) 、冬季的
能源援助、贫困社区的牛奶和食品补助、对学校午餐的补贴以及失业者再培训，等等。②

美国中上层家庭主妇和宗教右翼分子等保守势力也对女性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前者担心女权主
张会牺牲家庭主妇的利益和失去无须外出工作的“特权”。她们谴责女性解放运动对传统美国家庭的
威胁，否认自己被婚姻所奴役，也不承认自己希望从家庭和母亲身份中解放出来。在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反女权运动中，尤以菲莉丝·施拉夫利 ( Phyllis Schlafly) 组织家庭主妇们成功阻止 《平等权
利修正案》的影响最为深远。后者亦即宗教右翼坚持基督教义中关于性和生育的保守观念，认为女
性主义者倡导的两性平等、性解放和堕胎权等违背了宗教伦理，他 ( 她) 们把女性主义者贴上 “反
上帝”“反家庭”的标签。帕特·罗伯逊 ( Pat Ｒobertson) 曾在筹款信中写道: “女权运动的议程不
是关于女性的平等权利。这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反家庭的政治运动，它鼓励女性离开丈夫、杀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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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施行巫术、破坏资本主义并成为女同性恋者。”① 来自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借助 20 世纪 80 年
代初保守主义的抬头而甚嚣尘上。

其次，长期以来，有色人种女性一直在挑战围绕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经历构建起来的主流女性主
义，黑人女性在其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传统观点认为，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是在对白人女
性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而来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黑人女性主义源于黑人民权运动，并与白人女性主
义同时出现。也就是说，黑人女性的女性主义意识并不比白人落后。② 黑人女性主义一直尝试与白人
女性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话。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尔克在其 1983 年出版的文集中首次使用
“妇女主义者” ( womanist) 一词，以区别于定义狭隘的 “女性主义者” ( feminist) ，前者根植于非裔
美国女性的文化传统，充分体现出她们作为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③ 黑人女性主义者根据经验，把
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取向这些压迫的、重叠的和相互构成的概念理论化，由此发展而来的交叉
( intersectionality) 路径纠正了白人女性主义思想的褊狭。黑人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回避种族主
义问题，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的联合将是不可能的。金伯利·鲍威尔指出，白人女性在组织南方妇女
阻止私刑协会 (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Women for the Prevention of Lynching) 的过程中，将私刑从种族
问题改造成为性别问题，揭示了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是如何因性别而团结却又因种族而分裂的。④

在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推动下，全国女性研究协会 (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
tion，简称 NWSA) 为引导女性研究摆脱种族主义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在 1979 年 5 月 30 日该协会
的第一次年会上，黑人女性主义作家芭芭拉·史密斯发表了题为 “种族主义与女性研究”的演讲。
她指出，既然女性主义是一种旨在解放所有女性———拥有经济优势的白人异性恋女性、有色人种女
性、工薪阶层女性、贫困女性、残疾女性、女同性恋者、老年女性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那么任何低
于这一“完全自由的愿景”的内容都不是女性主义，而仅仅是女性的 “自我扩张” ( self－aggrandize-
ment) 。因此，推翻种族主义是女性主义乃至女性主义研究的固有工作，那些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
女性不能被说成真正的女性主义者。⑤ 史密斯在一个白人女性占主导的会议上，把种族主义作为女性
主义亟须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为推动该会议继续讨论和解决种族主义问题打下了基础。

1980年 5月 NWSA第二次年会吸引了约 1500名女性参加，使其成为全美国最大的女性主义会议
之一。这次会议围绕有色人种女性和女性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研讨。研究非裔美国人的埃莉诺·史密斯
( Eleanor Smith) 教授在发言中强调，女性主义应该根据不同族裔文化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定义，黑人
女性将决定什么是黑人女性主义。在一场关于姐妹情谊问题的圆桌讨论中，许多与会者表达了对主流
女性主义所宣称的姐妹情谊的不信任。印第安人女性代表努普尔·乔杜里 ( Nupur Chaudhuri) 表示，
她“没有姐妹情谊的概念”，“姐妹情谊是不存在的”; 墨西哥裔诗人安东尼娅·昆塔纳·皮诺 ( An-
tonia Quintana Pigno) 坦言她已经对能否实现姐妹情谊的问题没那么关心了; 从事非裔美国女性研究
的安吉琳·詹姆森 ( Angeline Jameson) 认为，姐妹情谊不应该意味着女性大熔炉，种族主义是实现
姐妹情谊的主要障碍，白人女性必须审视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种族主义被确
定为下一次年会的主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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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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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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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ity Press，2002，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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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Smith，“Ｒacism and Women's Studies，”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Vol. 5，No. 1，Spring，1980，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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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色人种女性的游说和推动下，NWSA 第三次年会以 “女性对种族主义的反应”为主题，会
议组织者声称她们希望提供“一次对抗种族主义的机会”。为此，她们安排了一些在当时有重大影响
的有色人种女性作家的读书会，尤其是关于 《我的背是座桥: 激进的有色人种女性的作品》 (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Ｒadical Women of Color) 一书的讨论，将会议推向高潮。这场会议
当然不是女性学习如何与种族主义斗争的唯一场所，它更像是一个 “实验室”。女性在这里领会到黑
人女性主义诗人安德烈·洛德 ( Andre Lorde) 所说的“愤怒是对种族主义态度的恰当回应”，然后回
到日常生活中就会知道如何应对种族歧视。对大部分白人女性而言，这是 “一次艰难的会议”，她们
需要学会尊重差异，改变过去看问题的方式，学会从不同女性的视角来看待问题。①

再次，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也让研究者注意到女性差异的重要性。② 作为后现代思
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差异”成为 20 世纪末女性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使用的主要术语和关注焦点
之一。丹妮斯·莱利认为，“女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没有 “本质的女性” ( essential woman) ，
只有多种女性经验，反映出女性性别以外的属性所导致其生活的巨大多样性。③ 正如女性主义学者指
责过去主要由男性创作的文学和学术作品对女性的歪曲一样，后现代主义学者以类似的方式指出，近
年来主要由城市知识女性撰写的关于女性的理论，不可能反映没有土地的农村母亲的现实。除非认识
到这种经验差异的重要性，否则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的观察和描绘将继续被歪曲。④ 这种对精英女性
主义普遍性假设的突破，有助于揭示以前看不见甚至是被压制的对不平等和统治的理解，代表了女性
主义理论的巨大进步。然而，在概念层面上，关注和充分表现 “差异”的必要性给女性主义及其学
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早期文本中，“差异”作为一个概念，强调的是女性与男性的不同，它要求
女性在面对男性特权时拥有发言权。这种 “差异”与女性的性别认同有关，倾向于赋予和支持某种
女性特质，往往越是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就越会假设或强调一个相同的女性模式。然而，到
20世纪 80年代，这个概念的重点转移到 “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也被称为多样性，主要涉及种
族、民族、宗教、文化、阶级、性取向、年龄和能力等方面。⑤ 对女性主义而言，强调女性之间的差
异往往会阻碍争取一致的努力和对经验的概括。女性主义思想被迫重新评估其基本前提，如果不存在
一种普遍的特征，女性是否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政治范畴? 如若不能，女性主义如何能作为一个政治
运动来运作?

三、强调女性之间差异的女性史研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传统女性主义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反思也渗透到女性史研究中。
学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学术的一种趋势，即对女性之间共享姐妹情谊的坚持经常会
掩盖、忽视甚至否认种族、阶级、性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学术界掀起了一股 “超越姐妹情谊”的风
潮，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也由女性的共性转移到女性之间的差异。

1980年，美国《女性主义研究》 ( Feminist Studies) 发表了一组关于 “女性史中的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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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题论文，主要讨论 “女性文化”这一概念。其中，罗格斯大学著名女性史学家特玛·卡普兰
( Temma Kaplan) 教授呼吁美国女性史研究对“阶级如何构成女性经历的差异，进而构成女性文化和
女性主义命运的差异”进行考察。编辑朱迪斯·沃克维茨 ( Judith Ｒ. Walkowitz) 在引言中写道: “女
性文化因阶级、种族和其他社会分化而有差别”，“我们才刚刚开始思考，是什么让女性团结起来共
同行动，又是什么让她们产生分歧”。她表示，《女性主义研究》希望收到更多这方面的投稿。① 1983
年，邦妮·桑顿·迪尔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中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她以非裔美国女性的经历为主要
参考，强调研究和解释女性之间差异的必要性，并主张一种 “承认和接受女性之间客观差别”的
“更具包容性”的姐妹情谊概念。②

南希·休伊特在 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正式号召学术界 “超越寻求姐妹情谊”。她批
判了长期以来的史学假设，即认为男女分属不同领域的性别隔离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来源。通过比较
女奴隶、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以及白人中上层女性的经历，她发现，种族和阶级对女性的区分很多时候
大于性别对女性和男性的区分。③ 来自上流社会的女性通常比男奴隶或男工人拥有更多权力，她们往
往通过男性亲属获得权力，所拥有的权力更接近其男性亲属，而不是其他阶级的女性和男性。休伊特
强调，“如果女性之间在物质需求、家族关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话，她们通常很难成
为真正的姐妹”。④ 她呼吁女性史学家重视阶级和种族分析，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叙述。休伊特长期关
注和推动对美国黑人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和移民女性的研究，在美国女性史领域史学范式的转变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⑤

非裔美国学者谴责将“女性”与“白人女性”混为一谈的学术上的隐性种族主义，挑战了女性
气质的同质性，并指出在黑人女性生活经历中，种族、性别和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们不满于
女性研究和黑人研究对黑人女性的忽视，批评学术研究中 “所有的女性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
男子”的不合理现象，呼吁发展黑人女性研究。⑥ 1985 年，黑人女性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两部关键性
的著作———杰奎琳·琼斯 ( Jacqueline Jones) 的《爱的劳动，悲伤的劳动: 从奴隶制到现代的黑人女
性及其工作和家庭》和黛博拉·格雷·怀特 ( Deborah Gray White) 的 《我不是女人吗? 南方种植园
的女奴隶》，前者还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她们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奴隶制度伴生出迥然不同的关于
女性气质的观念。白人女性被定义为柔弱的、居家的、有教养的母亲，总是需要男性的保护; 黑人女
性则主要被认为是强壮的、要从事最艰苦劳动的劳动者、其子女可以被卖掉的母亲以及会受到最严厉
的体罚的生物。另外，琼斯和怀特在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发现了黑人女性文化和意识的存
在。在她们的描述中，黑人女性以不同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方式感知和体验自己的生活。通过强
调文化差异，琼斯和怀特否定能够同时接纳黑人和白人的“女性文化”，同时也质疑那种不能解释性
别差异的种族认同。⑦ 这些关于黑人女性的研究对美国黑人史和女性史都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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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是新女性史强调的另一个重点。由于美国东北部的女性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女权运动也
更为活跃，该地区的女性史学家在美国女性史领域掌握着相当大的话语权，加之 “女性文化”的范
式最初是从东北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到 20世纪 80年代，历史学家发现，美国
女性史学大部分是关于 19世纪和 20世纪初的东北部白人女性的研究。一些女性史学家甚至倾向于认
为，美国东北部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历与 19世纪美国所有女性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这种现象被一
些研究美国南方女性的历史学家称为 “美国女性史的新英格兰化 ( New Englandization) ”。① 美国南
方女性史学家批评在这种范式支配下的美国女性史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地区差异: 在美国南方奴隶劳
动体制下，并不存在北方那种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男女之间在工作和生活范围上的区隔，这种差异却
被早期女性史研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成为“新英格兰范式”并不显眼的脚注或例外。②

20世纪 80年代的美国南方女性史研究致力于强调南方女性的独特经历以及女性经验的多样性。
珍·E. 弗里德曼从社会结构对女性生活经历的影响入手，强调美国南方女性的经验不同于北方女性。
研究美国北方女性的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现代化及其所带来的性别隔离促使女性形成独立的女性网
络，为女性发起挑战父权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先决条件。弗里德曼则认为，美国南方直到 19 世纪末才
具备这种条件，在此之前，“社区亲属团体 ( Neighborhood kinship groups) 和以家庭为中心的福音派
教会的结构和纪律建立了性别融合的交往模式”，群体意识倾向于认同家庭和社区而非性别。在以农
业经济为主的美国南方传统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工作角色在很多情况下是交叉的，并没有像工业化
影响下的北方那样严格分离。因此，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美国南方很难产生一种 “女性文化”。③

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指出，以妻子和女儿的身份成为奴隶主阶级一部分的女性、身为奴隶的
女性、生活在没有奴隶的农场里的自由女性以及其他贫穷的白人女性，她们迥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决定
了其差异化的身份认同。④ 这些美国南方女性史研究表明，不存在一种能够包容所有女性经验的普遍
的女性文化。

同样被忽视和冷落的还有美国中西部和西部女性。直到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美国西部女性仍
然是女性史研究的“孤儿”。⑤ 史密斯－罗森伯格在 1987 年第七届伯克希尔女性史会议上也提到了地
区不平衡的问题: 在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女性历史学家组织中，“东部沿海地区确实占主导地位，中
西部、南部和远西部的姐妹们都是会员”。⑥ 女性史学者的区域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选择话
题和研究范式的区域性倾向，新英格兰经验和范式不仅很难唤起美国南部和西部女性史学者的研究兴
趣，并且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美国西部的女性史学家率先呼吁多元文化的历史，认为多元文化主义
路径很适合用来研究美国西部女性的历史经验。美国西部女性史学的探索启发了埃伦·杜波依斯
( Ellen Carol Dubois) 和维基·鲁伊斯 ( Vicki L. Ｒuiz) 。这两位学者在 1990 年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文
集《不平等的姐妹: 美国女性史的多元文化读物》( 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Ｒeader in
U. S. Women's History) ，其中的文章涉及女性之间的种族、族群、阶级、宗教、性取向、代际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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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凯瑟琳·克林顿 ( Catherine Clinton) 《种植园的女主人: 老南方的女性世界》一书中，她试图通过强调
南方女性与北方女性历史经历的差异，突出南方女性史研究的价值，并挑战“新英格兰化”的美国女性史研究。参见 Catherine Clin-
ton，The Plantation Mistress: Woman's World in the Old South，New York: Pantheon，1982。

Jacquelyn Dowd Hall， “Partial Truth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 14，No. 4，Summer，1989，
pp. 902－911.

Jean E. Friedman，The Enclosed Garden: Women and Community in the Evangelical South，1830－1900，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pp. 9，11－13.

Elizabeth Fox－Genovese，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Black and White Women of the Old South，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Gayle V. Fischer，comp.，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p. 22.

Carroll Smith－Ｒosenberg，“President's Introductory Ｒemarks: 1987 Berkshire Conference of Women's History Wellesley College－June
19，1987，”Women's Studies Quarterly，Vol. 16，No. 1 /2，1988，p. 9.



等方面的差异。地域的扩展将更多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和阶级背景的女性纳入女性史学的研究视野，
该文集所收录的 30篇文章不仅关注到土著和非裔美国女性，还覆盖了西部为数众多的亚裔和拉丁美
洲裔美国女性，其目标就是两位编者在序言中所申明的“终结女性史的‘单一种族’模式”。①

以上列举的相关研究，通过强调阶级、种族、地区特性等因素造成的女性经验的独特性，挑战了
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经验为基础总结出来的 “女性文化”范式。它们对女性史学原有的解释框架的
批判，对女性经验的多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的探索，是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女性史学潮流的一部分。
在同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中，某些研究者不是反对 “女性文化”这个概念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将中
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经验与所有女性的经验混为一谈的倾向。她们更支持女性文化的多元叙述，即强调
群体内的合作和群体间的差异，例如白人工人阶级女性在工会中拥护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非裔美国
女性创立的女性主义组织提倡种族和性别平等。美国女性史学家的自我批评是对 “姐妹情谊”的超
越，而不是抛弃，所以大部分女性史学家通常认为寻求姐妹情谊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关于“女性之间的差异”的讨论，重塑了女性主义政治和女性研究，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女性
主义理论、权力分析方面都有富有成效的探索。此外，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课程变革，包括对性
别、种族、阶级内容的整合。但研究美国女性的历史学家对 “差异”的接受也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冲
突。一些学者担心追求差异而非共性会削弱对父权制和性别压迫的重视程度，进而模糊女性共有的斗
争目标。琳达·戈登提醒，差异和多样性的讨论正在取代更为具体和关键的概念，如特权、矛盾、利
益冲突甚至压迫和服从，动摇了原来虽然模糊却是潜在的合作基础。② 也有一些学者担心女性史这一
领域可能会失去它的特性和凝聚力，研究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只关注性别在塑造女性生活中的重要性，
她们还关注种族和阶级，许多人甚至放弃了她们曾经帮助定义的该领域的一些关键理论。③

针对“差异”定义过于模糊所造成的混乱以及阐述多重的社会压迫所带来的挑战，研究女性的
历史学家试图明确“差异”的概念并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格尔达·勒纳试图用一种宏大叙事来
重新审视“差异”的概念，将“差异”定义为所有不平等结构的关键元素。根据勒纳的观点，性别
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只不过是同一种权力结构——— “父权制的霸权主义”的变体，她用这个
词指称通过“差异”来界定和合法化的所有不平等结构，进而重新定义了一种 “整体”的历史。④

埃尔莎·布朗强调仅仅承认甚至包含“差异”是不够的，还有那些差异的“关系本质”。比如，不仅
要看到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黑人、拉丁裔女性过着不同的生活，而且要认识到白人中产阶
级女性之所以能从家庭走向社会，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群体的女性进入家政服务等行业。⑤

美国有色人种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大都面临多重压迫，加之各种压迫形式很多时候又是相互关联
的，她们遭受的不公正对待通常很难用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歧视中的单独一种压迫形式来解
释，这使得她们反抗压迫的斗争以及关于她们的研究都变得极其困难。为了解决这类难题，黑人女性
主义学者、法学教授金伯利·克伦肖是第一位将交叉理论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她对一系列涉及
非裔美国女性的案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反歧视法将性别和种族分开来看，这种 “单轴分析框架”
( single－axis framework) 往往将调查限制在群体中享有特权的成员的经验范围内: 在种族歧视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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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Nancy F. Cott's Ｒeview on 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Ｒeader in US Women's History，”Women's History Ｒeview，Vol. 1，No. 1，
1992，p. 161.

Linda Gordon，“The trouble with difference，”Dissent，Vol. 46，Iss. 2，Spring 1999，pp. 41－47; Linda Gordon， “On‘Differ-
ence’，”Genders，Vol. 10，Spring，1991，pp. 91－111.

Karen J. Winkler， “Scholars of Women's History Fear the Field Has Lost Its Identit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Vol. 36，
No. 42，July 1990，pp. A4，A6.

Gerda Lerner，“Ｒeconceptualizing Differences Among Women，”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 1，No. 3，Jan. 1，1990，pp. 106－
122.

Elsa Barkley Brown，“‘What Has Happened Here’: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Women's History and Feminist Politics，”Feminist
Studies，Vol. 18，No. 2，Summer，1992，pp. 295－312.



倾向于从享有性别或阶级特权的黑人的角度来看待歧视; 在性别歧视案件中，重点是享有种族和阶级
特权的女性。克伦肖认为，正是这种 “单轴分析框架”导致黑人女性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
政治中被边缘化，因而呼吁重新思考和改造现有的分析框架，并强调 “由于交叉性经验大于种族主
义和性别歧视的总和，任何不考虑交叉性的分析都不能充分解决黑人女性从属地位的特殊方式”。①

这些探索后来发展成一种适用范围更广的交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分层的各种形式如阶级、种
族、性取向、年龄、残疾和性别，并不独立存在，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而，性别歧视、阶级歧
视、种族主义等各种统治制度需要被系统地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美国女性的具体情况
多种多样，但她们与包括父权压迫在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统治制度之间对抗性的政治关系，或许能成
为她们潜在的合作基础。

结 语

20世纪 80年代，美国女性史研究的焦点开始从寻求普遍的姐妹情谊转移到强调女性之间的差
异。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由第二波女权运动早期乐观主义发展出来的 “寻求姐妹情谊”的倾向，
还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女性之间的差异的强调，其实都只揭示了部分真相。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始
终要兼顾两个问题: 是什么让女性团结起来共同行动，又是什么让她们产生分歧? 随着 20世纪 80 年
代以来的女性史转型，多元文化的路径在美国女性史学中占据了道德高地。在超越固有的女性史概念
的基础上，多元文化的女性史接纳了女性中仍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并试图利用这些被边缘化的女性群
体的声音来重塑美国女性历史的叙事核心，诚如埃伦·杜波依斯和维基·鲁伊斯所见，它可能是组织
一种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女性历史的唯一途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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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Ｒ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and Antiracist Politic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Vol. 1989，Iss. 1，pp. 139－167.

Ellen Carol Dubois and Vicki L. Ｒuiz，eds.，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Ｒeader in U. S. Women's History，New York: Ｒoutledge，
1990，p. 13.


